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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茶馆业的衰落
———１９５０年代初期小商业和公共生活的变迁

王　笛

［关键词］茶馆；１９５０年代；小商业；城市公共生活

［摘　要］从晚清到民国，茶馆都是成都最重要的公共空间，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设施。１９４９年共产

革命的胜利，不仅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改变，也造成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本文通过考察１９５０年代

成都茶馆的衰落过程，来分析新生政权对待茶馆这类公共空间的态度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变迁。我们可

以看到，政府怎样加强对小商业的控制，其政策怎样导致茶馆业走向衰落，但人们在１９５０年代仍然能进行

茶馆生活。不过对共产党来说，休闲茶馆的存在，与建设现代工业城市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由于政府对

茶馆这种公共空间的密切介入，市民利用这种空间的机会日益缩小。因此，茶馆的逐步衰落，与公共生活

的缩小是同步发生的。

本文主要讨论１９５０年代城市小商业和公共生活的变迁。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对１９５０年代的
中国小商业和社会文化生活的研究不多。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１５卷中，社会学家 Ｍ．怀特
（Ｍａｒｔｉｎ　Ｋｉｎｇ　Ｗｈｙｔｅ）撰写了“人民共和国的城市生活”一章，分别对１９４９～１９５６年和１９５７～１９７６年
的城市生活进行了整体性的描述。但当时他没有可能去利用档案，其使用的资料主要是大陆到香港
人士的采访记录，一些个人经历的叙述，以及一些报纸报道和文学作品，因此对这一课题难以进行具
体深入的讨论①。跨入２１世纪以后，西方关于这个时期的研究逐步增多，主要集中发表在《中国季
刊》（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上，题目包括私有经济政策的制定、“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
设的高潮等，但对社会生活的研究仍然缺乏②。
在中国大陆，近年关于１９５０年代的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如《中国当代史研究》第１～３辑是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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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默霆：“人民共和国的城市生活”（Ｍａｒｔｉｎ　Ｋｉｎｇ　Ｗｈｙｔｅ，“Ｕｒｂａｎ　ｌｉｆ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马若德和费正清编：《剑桥中
国史》（Ｒｏｄｅｒｉｃｋ　ＭａｃＦｅｒｑｕｈａｒ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Ｋ．Ｆａｉｒｂａｎｋ　ｅｄ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第１５卷，剑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版，第１０章。目前可以看到的对小商业的研究仅有薛凤旋的“中国城市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街道工厂”（Ｖｉｃｔｏｒ　Ｆｕｎｇ－
ｓｈｕｅｎ　Ｓｉｔ，“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ｈｏｏｄ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ｉｅｓ．”），《中国的现代化》（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第３卷（１９７９年），第９１～１０１页；安东篱：“１９５０年代北京的裁缝：私人企业、职业轨迹、共和国早期的历史转折”
（Ａｎｔｏｎｉａ　Ｆｉｎｎａｎｅ，“Ｔａｉｌｏｒｓ　ｉｎ　１９５０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Ｃａｒｅｅｒ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
ｌｙ　ＰＲＣ．”），《中国历史前沿》（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第６卷第１期，第１１７～１３７页。关于这时期城市经济的研究，
参见苏黛瑞：《社会主义下的中国商业：当代中国的国内商业政治》（Ｄｏｒｏｔｈｙ　Ｊ．Ｓｏｌｉｎｇ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Ｕｎｄｅｒ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加州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另外，关于社会主义早期的城市
控制和改造，见约翰·路易斯：《共产中国的城市》（Ｊｏｈｎ　Ｗｉｌｓｏｎ　Ｌｅｗｉｓ　ｅｄ．，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Ｃｈｉｎａ），斯坦福大学出版
社１９７１年版；阿尔兰·梅里克塞托夫：“‘新民主主义’以及中国寻求社会经济发展道路（１９４９～１０５３）”（Ａｒｌｅｎ　Ｍｅｌｉｋｓｅｔｏｖ，
“‘Ｎｅｗ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ｏｕｔｅｓ（１９４９～１９５３）．”），《远东事务》（Ｆ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第１０５卷第１期（１９９６年），第７５～９２页。
这些文章包括：苏伟业：“１９５０年代初期消除私有企业的政策制定和政治经济”（Ｂｅｎｎｉｓ　Ｗａｉ－ｙｉｐ　Ｓｏ，“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ｂｏｌ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１９５０ｓ：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Ｎｅ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中国季刊》（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第１７１期（２００２年），第６８２～７０３页；克里斯托弗·豪：“１９５５年中国的社会主义高潮：策略的选择和转向
以及观念改变”（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Ｈｏｗｅ，“Ｃｈｉｎａ’ｓ　Ｈｉｇｈ　Ｔｉｄ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ｏｆ　１９５５：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ａｔｈｓ　ｎｏｔ　Ｔａｋｅｎ，Ｓｏｍ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中国季刊》（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第１８７期（２００６年），第７５４～７６２页；罗伯特·艾什：“江苏的
高潮：来自地方资料的观察”（Ｒｏｂｅｒｔ　Ａｓｈ，“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Ｔｉｄｅ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Ａ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ｆｒｏｍ　Ｌｏｃ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中
国季刊》（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第１８７期（２００６年），第７４３～７５３页。



关于１９５０年代研究的最新成果，其中不少篇目都是１９５０年代社会和文化的文章①。到目前为止，对

１９５０年代最系统和全面研究的是杨奎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深入讨论了土改运动、镇
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干部任用政策、工资制度、对资产阶级政策等，该书主要是从全国的角度
讨论问题，不过也有两章研究上海镇反和“五反”运动。金观涛主编的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１９４９～１９８１）》，共６００万字，其中第二卷《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１９５３～
１９５５）》，也主要是讨论政治运动、经济建设等重大问题②。这两部著作对小商业的命运、日常生活、公
共空间都没有涉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除北京、上海外的各城市１９５０年代社会和文化的研究非
常少，有的几乎是空白。最好的例子便是２００２年出版的大型成都近代通史《变革与发展：中国内陆城
市成都现代化研究》，该书近百万字，但对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６年这段时期的历史，就完全跳过了。该书分
上下两编，上编“传统与变革”，从古代到民国结束；但下编就直接到改革开放了③。为什么跳过这段
时期，资料的缺乏、基础研究的薄弱等应该是主要原因。
从晚清到民国，茶馆都是成都最重要的公共空间，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设施。１９４９年共产革

命的胜利，不仅建立了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也造成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根据成都市档案馆
所藏工商行政登记档案、市工商局和市文化局等档案，以及报刊资料和人们对１９５０年代的回忆，通过
考察１９５０年代成都茶馆的衰落过程，可以分析新生政权对待茶馆这类公共空间的态度以及人们日常
生活的变迁。我们可看到，新政府的新政策不仅决定了茶馆的命运，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我
们还可看到，政府如何加强对小商业的控制，其政策怎样导致茶馆业走向衰落。虽然城市居民在

１９５０年代仍然能进行茶馆生活，但对共产党政府的政治理念和宏大目标来说，休闲茶馆的存在与
建设现代工业城市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由于政府对茶馆这种公共空间的密切介入，市民利用这
种空间的机会日益缩小。因此，茶馆的逐步衰落，是与人们传统公共生活的消失和日常生活的政
治化同步进行的。

一　加强对小商业的控制和茶馆业的衰落

作为经济政策的一部分，新政府甫经成立，便采取了对小商业进行控制的政策。首先是要求进行
商业登记，各商铺都必须签署营业保证书。在成都市档案馆目前仍然可以见到各个茶馆的《工商业户
申请营业保证书》，如达观茶楼的保证书是１９５１年２月签署的：“兹保证苏××在三桥北街二四号开
设达观茶楼，经营茶社业务。在经营期中恪守政府法令，经营正当工商业，填报申请登记文件均属实
在。倘有违反或不实之处，保证人愿负一切责任。谨填具保证书，敬请查核。此呈，成都市人民政府
工商局。申请者：苏××，住址：三桥正街十八号。”每个茶馆还必须有两家保证人，如达观茶楼的保证
人一家是茗园茶社经理严××，资本额４　６０３　３４９元，住西御街７２号；另一个保证人是炯明玻璃商号
的经理人黄××，资本１０００万元，住址为三桥正街十六号。另外保证书上还有公安局第二分局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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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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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中国当代史研究》，第１辑（九州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文章包括：杨奎松：《建国初期中
共干部任用政策考察》；张济顺：《从民办到党管：上海私营报业体制变革中的思想改造运动》；王笛：《国家控制与社会主义娱
乐的形成———１９５０年代前期对成都茶馆中的曲艺和曲艺艺人的改造和处理》；张藜：《科学家的经济生活与社会声望：１９４９～
１９６６年》；阮清华：《“割瘤”：１９５０年代初期上海都市基层社会的清理与改造》等。第２辑（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的有关文
章有：王海光：《从政治控制到社会控制：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建立》；杨奎松：《新中国新闻报刊统制机制的形成经
过———以建国前后王芸生的“投降”与〈大公报〉改造为例》；冯筱才：《政治生存与经济生存：上海商人如何走上公私合营之
路？》；林超超：《中共对城市的接管和改造———一个初步的研究回顾与思考》等。第３辑（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有关文章
有：冯筱才：《“社会主义”的边缘人：１９５６年前后的小商小贩改造问题》；王笛：《同业公会的改造与国家的行业控制：

以１９５０～１９５３年成都市茶社业公会的重组为例》，等等。

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金观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１９４９～１９８１）》第２
卷；林蕴晖：《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１９５３～１９５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何一民主编：《变革与发展：中国内陆城市成都现代化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街派出所的证明：“查确系在本管区居住”①。
市政府颁布了关于茶馆的各种规章，包括控制茶馆的价格，取缔小商小贩进出茶馆，处罚茶馆茶

客的“不法”行为，取缔在人行道摆设茶桌，管理茶馆工人、女招待，控制茶馆民间艺人演出等活动，禁
止在茶馆买卖黄金和赌博，令改掉赌博及闲坐茶馆等“陋习”，处罚卫生条件差的茶馆，实施卫生检查
活动。政府的工商、公安、税务、卫生、文化等部门，控制茶馆开设、选址、租房等②。所有这些措施与
民国时期都极其相同，但共产党政府在具体实施和效率上，比民国时期严厉和有效得多。

１９５０年代中期，针对不少小商业亏本的情况，地方政府在推行公私合营的同时，实行“盈亏合计”
的政策，即各个商号要争取收支平衡。虽然由于资料的缺乏，对这种政策的具体实施并不清楚，但据
档案中一些茶社盈亏合计的申请书，我们可以了解一些信息。如金利茶社的申请称：“（一）我要坚决
走社会主义道路。（二）我号收支平衡，最近每月均有盈余。（三）我号债权债务已由企业负责人自行
了结。”又据清安茶社申请合计盈亏称：“我号自从今年一月宣布公私合营后，经过一系列的学习和工
作，认识个体的管理制度和经营作风，不加彻底改变不能搞好业务，不能为祖国建设社会主义积累资
金。同时我号收支已趋平衡，部分债务概由企业负责人独自解决，特申请准予合计盈亏。”因此我们可
以知道，这是一种收支平衡的措施，任何商号欠有的债务，由其经理人自行解决。根据１９５６年６月
《成都工商联合会旅栈茶社业同业委员会报告》称：“茶社组枕流等四户申请自七月份起列入盈亏合计
户。”茶社组会员“自公私合营批准后，无不兴高采烈，欢欣鼓舞，争取在党和政府及各级组织领导下进
入盈亏合计，使企业藉得进一步的改造”。西城区的得胜、大西北、枕流、笛楼、锦春、大安等茶社，都要
求列入合计盈亏户，“以便更好地为社会服务”③。尽管采取这些措施，由于国家控制和大的政治经济
环境的变化，茶馆的生存仍十分困难，走向衰落的命运是很难扭转的了。
根据档案记录，从１９５０年代初开始，便陆续有不少茶馆歇业。地处总府街闹市的濯江茶社，是

１９４０年代末开办的一家高档茶馆，资本雄厚，有雇员１７人，年均销售１６．２万碗茶，是新闻记者每天
聚会、交换信息之中心。然而１９５０年代初便难以为继，到１９５１年年初茶社已负债１２０万元，还亏欠
了税务局的税款。１９５１年６月，房屋又被业主售给五月文化社，无法续租，加上债务，茶社只好申请
歇业，将押金及全部设备用作工友遣散费④。三元正街的三元茶社开办于１９５０年１月，不过一年多，
便于１９５２年５月申请歇业了。从其资产清册可见，该茶馆规模小，仅有茶碗４０套，竹椅２０把，铜茶
壶５把，茶叶１斤。按照茶馆主人的说法，歇业原因是由于生意萧条，街道又小，家中人口多，难以维
持生活，加之他两次患病，不得不将资本用来还债，然后回家乡务农⑤。位于成都市春熙路北段的三
益公茶社，这时也生意萧条，资金无法回笼，到１９５２年１２月底，共欠租金９００多万元，只好停业，结果
房屋以及生产工具全收归政府所有，工人则由政府分派工作，以保证不失业为原则⑥。
有的茶馆是由于种种原因被迫迁址，导致生意萧条，如少城公园内的枕流和绿荫阁两个民国时期

的著名茶馆都面临这个命运。枕流茶社在１９５０年时，从业人员近３０人，资产丰厚，但１９５１年原营业
地址被政府接收，被迫迁移到长顺中街。这一带茶馆过密，枕流迁到新址后，不得不与那里的洞庭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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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成都市工商行业总登记》，４０－６５－１３（本文所引用的档案皆为成都市档案馆藏，第一组数字为全宗号，第二组为目录号，第
三组为案卷号）。本文提到的金额，１９５５年２月以前皆为旧币。根据１９５５年２月２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发行新
的人民币和收回现行的人民币的命令》，新旧币的折合比率为１比１万（《人民日报》１９５５年２月２１日，第１版）。本文中凡
关于１９５０年后档案中的人名，为了保护所涉及人员的隐私，只留姓，名字以××或“某”隐去。
《成都市政府档案》，３８－１１－９７，３８－１１－５４４；《成都市工商二局档案》，１１７－２－１２５２；《成都市商会档案》，１０４－２－１３８８；
《成都省会警察局档案》，９３－２－１４４７。
《成都市工商联档案》，１０３－１－１６７。

濯江茶社《工商业营业登记申请书》、《工商业歇业登记申请书》、《负债设备清册》、《负债清册》等，见《成都市工商行业总登
记》，４０－６５－２９。

三元茶社《工商业营业登记申请书》、《工商业歇业登记申请书》、《歇业计划书》、《工商业户申请营业保证书》、《资产调查清
册》、《负债清册》，见《成都市工商行业总登记档案》，４０－６５－１５。

协记三益公茶社的《工商业营业登记申请书》、《歇业解散登记申请书》、《私营企业申请歇业报告事项表》，《成都市工商行业
总登记档案》，４０－６５－１５４。



沅青、和记、师亮等８家茶馆进行竞争，由于生意不好，只得暂停营业①。绿荫阁系合资茶馆，１９５１年

８月由于公园文化馆拆修改建，营业地址被收回，茶馆用具露天堆放，损失极大。为维持生计，请求租
悦来场楼上暂时营业，但工商局和茶社业公会筹委会迟迟未批，并遭附近品香等茶馆排斥，经营举步
维艰②。一些新成立的茶馆，寿命也不长。如祠堂街的川西剧院茶座于１９５１年９月创办，为合资私
营，看戏观众是主要客源。从１９５１年起，市政府将一些戏院、影院陆续改建，包括川西剧院茶座。

１９５３年年初，由于市政府在川西剧院院内设立了饮水站，生意锐减，开业两年多即告歇业③。１９５２
年，悦来茶园更名为锦江剧场④。这样，从清末便存在的悦来茶园，由兼营戏曲转为兼营卖茶，由茶馆
变为了专门剧场。
有的茶馆则是受政治运动影响而改制或面临绝境。少城公园的鹤鸣茶社有很长历史，过去一直

是合股经营，１９５１年时有１３名伙友，固定资本４７６３万多元，流动资本额１３５５万多元，平均每年销售
量为１８．６万碗茶。同年１０月，鹤鸣茶社经理人李某被划定为“反革命分子”，处以死刑，全部财产，包
括茶社房产、资金、材料、器具等，由区人民政府接收经营，并变更了茶馆所有权，由合股变成了公营，
改名为人民茶社，原工友全部留用，成为职工⑤。“三反”“五反”运动则导致不少茶馆停业，如提督东
街的近圣茶社是１９３４年便开办的老茶馆，设备齐全，过去年均销售量６．５万碗，有１６名从业人员。
但１９５０年后惨淡经营，１９５１年夏政府更强令其迁移到暑袜北二街。由于口岸不好，生意江河日下，
一度负债１００多万元。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茶社主人又遭店员检举私藏茶叶４大箱、黑炭１５０
挑，还有若干金银，最终被令关门⑥。
茶馆所面临的困难，也是小商业衰落大趋势的一个表现。据１９５７年３月成都市服务业公司所填

《公私合营及合作化商业饮食业服务业基本情况季报表》显示，成都当时有各种服务性小商店３４０６
家，从业人员７９１５人⑦。显然，这个数字同民国时期相比，是大大缩小了。据１９３５年的成都统计资
料，服务行业共有６６１５家，其中茶馆５９９家⑧。而１９５７年只是这个数字的约一半。由１９３５年与

１９５７年成都理发、浴室、旅栈、茶馆四个行业的比较看，理发业几乎没有变化；浴室减少幅度最大，从

２１家减到仅９家；但旅栈增加了一倍多，从２２５家发展到４７１家；茶馆则从５９９家减少到４４８家，减少
近三分之一。其实，如果与１９４９年的６５９家茶馆的数字进行比较，茶馆数量的减少便更为明显⑨。

１９３５年与１９５７年成都理发、浴室、旅栈、茶馆比较

行业 １９３５年数量（家） １９５７年数量（家）

理发 ５２９　 ５３７

浴室 ２１　 ９

旅栈 ２２５　 ４７１

茶社 ５９９　 ４４８

　　资料来源：１９３５年：《新新新闻》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１日；１９５７年：《成都市商业二局档案》，１１７－２－２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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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枕流茶馆的《工商业营业登记申请书》、《工商业变更登记申请书》、《资产调查清册》、《人员调查清册》、《成都市人民政府工商
局批复》、《工商局处理工商业申请案件稿》，《成都市工商行业总登记档案》，４０－６５－１１１，４０－６５－１１９。

绿荫阁茶馆的《工商业营业登记申请书》、《工商业变更登记申请书》、《资产调查清册》、《绿荫阁茶社股东姓名册》、《从业人员
调查清册》、《绿茵阁茶馆申请书》、《成都市人民政府工商局批复》、《工商局处理工商业申请案件稿》，《成都市工商行业总登
记档案》，４０－６５－５８。

川西剧院茶座的《工商业营业登记申请书》、《工商业歇业登记申请书》，《成都市工商行业总登记》，４０－６５－１１９。
《成都市悦来川戏院剧目日报表、附剧情及演员》，《成都省会警察局档案》，９３－２－１７３０。

鹤鸣茶馆的《商业营业登记申请书》，见《成都市工商行业总登记档案》，４０－６５－９５；鹤鸣茶馆的《工商业变更登记申请书》、
《劳资协议书》、《成都市茶社业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拟申请稿》、《成都市人民政府工商局（批复）稿》，《成都市工商行业总登
记档案》，４０－６５－５１。

近圣茶社的《工商业营业登记申请书》、《工商业变更登记申请书》、《资产调查清册》、《负债清册》、《五反运动检举资料表》等，
《成都市工商行业总登记档案》，４０－６５－３３。
《成都市商业二局档案》，１１７－２－２４４。
《新新新闻》，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１日。

王笛：《茶馆：成都的小商业、日常文化与地方政治，１９００～１９５０》（Ｄｉ　Ｗａｎｇ，Ｔｈｅ　Ｔｅａｈｏｕｓｅ：Ｓｍａｌ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Ｃｕｌ－
ｔｕｒｅ，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Ｃｈｅｎｇｄｕ，１９００～１９５０）。斯坦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３０页。



在“大跃进”前夕，即１９５７年１月，成都东西城区共有茶馆４３８家（１９５１年有５４１家），有老虎灶
（即只外卖开水和热水的服务，没有茶座）２６家；另外，成都郊区还有１７２家茶馆，以上共计６３６家。
城区的茶馆数较民国时期萎缩约四分之一；从业人员也有相应比例的减少，１９５１年为３８８５人，１９５７
年为２１２８人，这个统计还包括了郊区，下降了五分之二以上（出处同注１）。不过这个下降的幅度，比
我们过去所想象的要小。１９５７年３月成都有茶馆４４８家，从业人员１７７３人（与上述该年１月统计略
有出入）①。从茶馆与商铺的比例看，茶馆占总数的１３％，与民国时期的差别不大。在整个民国时期，
茶馆数基本上是成都商铺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②。不过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有些茶馆已属于国营企
业，这是民国时期所不存在的现象。据１９５７年１１月《成都市服务业公司所属国营户销售月报表》，下
面有四个行业的月销售额统计，分别为，理发２１６８元，照相１２００元，茶社１８９６元，旅栈１３　８３５元，
总计１９　０９９元③。进入１９６０年代以后，随着政治运动的激烈化，茶馆的数量更是大大减少了。
以上这些茶馆的经历不过是当时许多茶馆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茶馆歇业是一系列综合因素的结

果，政治环境、经济政策、生活方式、社会风气等，对茶馆生意都有不利的影响。应该注意的是，由于政
府不鼓励坐茶馆这样的生活方式，致使顾客大量减少，维持生意也就更为困难。另外，茶馆的减少还
因为茶馆经营者面临的一些具体困难，有的茶馆在公私合营后便改营他业，有的是主人去世或搬迁回
乡，有的是子女不愿继续这个营生，有的是房产纠纷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等等。不过，由于城市人口不
断增多，市区扩大，也不断有新茶馆开张营业④。
茶馆的减少不仅使传统的茶馆生活受到影响，而且茶馆中艺人的生计更加困难⑤。例如，在“大

鸣大放”中，１９５７年５月中共成都市委曾邀请党外各界举行座谈，征求他们对党组织的意见，便有民
间曲艺艺人提出，他们“无固定演出场所，到茶馆等公共场所演出，又往往遭到拒绝和排挤，影响了他
们的生活”。市长听到这一情况后，即指示有关部门，会同艺人代表开会研究解决⑥。正如笔者在另
一篇文章所提到的，从１９５０年代初开始，茶馆中的演出便受到政府管控和改造，许多艺人被迫转向其
他行业谋生⑦。

二　茶馆的经营、雇佣和工资状况

在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后，随着茶馆在城市经济中份额的萎缩，在市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降低，
其在各种文献中的记载也日益减少，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茶馆歇业解决善后问题的资料中，了解茶馆
经营、雇佣和工资等状况。
如前面所提到的达观茶楼，在现存的档案中，有三份与该茶楼有关的文献，即《达观茶楼从业人员

清册》、《资本调查表》和《达观茶社资产调查清册》，它们为我们了解这个茶馆的一些细节，提供了非常
难得的资料。１９５１年９月２３日，成都市茶社业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称，达观茶社“因响应政府号召，
拆修中心干道”，另觅东华门正街２３号地址营业。我们还知道该茶馆有经理１人，店员２人，瓮工１
人，堂工５人，拉水工２人，其他６人，杂工１人。在“每日工资”一栏，除经理苏××外，“其他”栏中还
有不领工资的６人，他们应该都是家庭成员（１男５女，男３岁，女分别为３０、１２、１０、５、２６岁）。店员
每人每日２０００元，瓮工６４００元，堂工除一人为２８００元外其余都是２０００元，拉水工各３６００元，杂工

２８００元。可见，其中烧水的瓮工工资最高，是一般堂工的３倍。从《达观茶社资产调查清册》中，我们
知道该茶馆有房产５间，江西磁茶碗３６８套，铜茶船２８０个，瓮子１个，此外电灯、各种用具、原材料等
杂七杂八的东西，数量、价值等，都非常具体地记录在案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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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④

⑤

⑥

⑧

③　《成都市商业二局档案》，１１７－２－２４４。

王笛：《茶馆：成都的小商业、日常文化与地方政治（１９００～１９５０）》，第３５页。

张先德：《成都———近五十年代私人记忆》，四川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５４页。

⑦　具体例子见王笛：《国家控制与社会主义娱乐的形成———１９５０年代前期对成都茶馆中的曲艺和曲艺艺人的改造和处理》，
《中国当代史研究》第１辑，第７６～１０５页。

本报特约新华社稿：《边检查、边改进、边解决———成都市拨款修复居民排水系统》，《人民日报》，１９５７年５月２８日，第２版。
《成都市工商行业总登记档案》，４０－６５－１３。



另据月宽茶社业主苏某１９５１年３月８日所呈歇业《申请书》称，１９５０年４月１日借贷开设月宽茶
社，“企图谋生”，但因“设备不全”，故“顾主稀少，每日只售二十余座”。结果是入不敷出，“负债未还，
工资未付”，造成“日暮途穷”，只好“商同劳方歇业”，“以便双方各谋生计”。当时的政策十分注意保护
劳工的利益，茶馆歇业，由工会、同业公会、资方、工人四方签署《歇业解雇合同》，按照这个合同，资方
必须支付应付的工资，并有一定数量的赔偿。“月宽茶社资方负责人苏××，工方陈××、赵××，因
茶社营业消（萧）条，无法维持。于资方申请歇业后，至于解雇问题，经劳动局解决，按双方自愿原则，
由资方将原欠工资及借贷款项，计人民币陈××壹拾伍万元，赵××贰拾柒万元整，全部付清。二
（两）方了清一切手续，就此解决。特立解雇合同，各执一纸为据。工方工会负责人朱××、徐××，同
业公会负责人罗××；月宽茶社工方陈××、赵××，资方苏××，公元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七日”①。

１９５１年，位于茝泉街的利东茶社申请歇业。该茶馆１９４３年集股开办，１９４５年因各股东折本而退
股，改为独资，通过“旅栈收入支援茶社”。１９５１年８月，因欠房租只好停业。关于职工如何处理，“由
劳资双方代表”，“以民主的方式达成协议”。《协议书》透露，茶馆“负债过巨”，共约１２００余万元，但按
照协议，应该给“各工友解雇费”。龚某于１９４７年６月到茶社工作，每天工资２１碗茶计，每月２５万
元，伙食每月５万，遣散费按三个月计，共９０万元。蓝某１９４９年１２月到茶馆工作，每月工资米７斗５
升，伙食每月５万，共给米２石２斗５升，人民币１５万元，又欠薪米１石８斗，共给米４石５斗，人民币

１５万元。李某于１９４８年７月到茶馆工作，每天工资１０碗茶，每月１２万，伙食每月５万，共５１万元。
何某，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到茶馆工作，每月工资５．５万，伙食５万，每月１０．５万，共３１．５万元。刘某，１９５１
年３月到茶馆工作，每天工资１２碗，每月１４．４万，伙食每月５万，三个月共５８万２千元②。这个资料
透露了当时茶馆个人的工资状况以及劳资关系、雇佣和解雇办法等。
官办的地方报纸不再像民国时期那么关注茶馆，有关的报道很少，但有时也从其他角度透露一些

信息。如１９５６年《成都日报》发表《不怕困难的茶社工人》，介绍锦春茶社烧瓮子工人龙森荣，报道他
这年３月份被评“行业二等劳动模范”后，在劳动竞赛中“又作出了新的贡献”。他用锯末代替煤炭烧
茶炉子，经多次试验，终于成功。锦春茶社一天可节约煤１２０斤，全年达４．３万多斤。随后他又帮助
其他茶社推广这个办法，帮１３家茶社改进炉灶③。回忆资料也从另外的角度揭示了茶馆的状况。如
沃若回忆小时候父亲被打成“右派”，下放到一家茶馆烧开水，家里的所有财产除身上的衣服外，就只
有一床被子、一张油布、一个铜罐。每晚当最后一个顾客离开后，父亲便把四张桌子拼在一起，铺上油
布做床，脱下衣服做枕头，每早天不亮就被几个喝早茶的老爷子吆喝起来④。在１９５０年代，茶馆的外
观和设施与以前相比，几乎没有多少变化，但我们发现过去民国时期的一些著名茶馆逐渐消失，而一
些较小规模的街头茶馆则继续生存下来。其原因可能是这些小茶馆较少受国家的关注，而得以在夹
缝中苟延残喘。

三　１９５０年代的茶馆生活

政权的更迭可以在短时期内完成，但生活方式的改变却需要很长时间。在共产党执政后的第一
个十年里，尽管茶馆业在逐步缩小，但人们的茶馆生活却仍然在继续。据一个老市民对西御街德盛茶
馆的回忆，该茶馆有两间铺面大小，店堂宽敞明亮，分成前后两部分：前堂多为零星客人，后堂主要为
老顾客。该茶馆是１９５０年代初开办，由于那些原来街坊上经常在附近安澜茶馆混的有头脸人物的消
失，安澜生意不如以前，于是德盛茶馆乘虚而入，生意颇为兴隆。开始德盛茶馆每晚都有相声演出，当
时成都颇有名气的相声演员都在那里登台，但由于内容重复，听众渐少，后换成竹琴。一位姓杨的竹
琴艺人，约４０岁，胖而面善，有弥勒佛之像。他可唱全本《慈云走国》，这个故事讲的是慈云太子被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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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宽茶社业主苏××１９５１年３月８日呈歇业申请书》、《歇业解雇合同》，《成都市工商行业总登记档案》，４０－６５－１３。

利东茶社申请歇业的《协议书》，《成都市工商行业总登记》，４０－６５－４。

庐思贵：《不怕困难的茶社工人》，《成都日报》，１９５６年７月６日，第２版。

沃若：《难忘的茶馆》，《成都晚报》，１９８７年５月１０日，第２版。



臣加害，流落民间，后在忠义之士的帮助下，历尽艰难，扫除奸佞，重振朝纲。他唱得声情并茂，“紧张
处让你提心吊胆，伤悲处让你潸然泪下”。中间休息时，由妻子挨个收钱，他则闭目养神，或抽烟喝茶。
唱竹琴非容易之事，即使是冬天，演唱者也可能额头冒汗①。
又据阿年回忆，１９５０年代初，他父亲经常晚上带他到街口的茶铺里去听评书，他在那里结识了几

个来茶铺给大人捡烟头的小伙伴，不久他自己也参加了捡烟头的行列。碰上评书精彩，听众多，烟头
也多。有时一次捡的烟头足够父亲抽两三天。在１９５０年代，阿年住西沟头巷，地处市中心，在文化宫
对面，他家隔壁便是中心茶社。那时一般人家烧柴灶，他外公觉得锅里烧的水有烟味，不能沏茶，所以
一天至少要去茶馆买几次开水。没有钱买茶叶时，便去茶馆倒“加班茶”。阿年十分乐意去茶馆买水，
这样可以借机在那里玩一阵，不必担心回去挨骂。有时耽误久了，就找若干理由，像水老不开，或茶客
多开水不出堂之类。其实他外公知道他只要一进茶铺，便要看热闹。那里有算命的、打竹琴的、耍魔
术的、看“洋片”的、卖麻辣兔肉的，形形色色，“只要一扎进去，半天也出不来，大概这中心茶社便是我
童年包罗万象的游乐宫了，甚至就连今天的夜总会、卡拉ＯＫ厅也绝没有如此精彩”②。
作家黄裳喜欢在成都坐茶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都光顾过，如人民公园里临河的茶座，春熙路

的茶楼，在旧花园基础上改造的三桂茶园等都去过。他说１９５０年代的成都茶馆有很多优点，“只要在
这样的茶馆里一坐，是就会自然而然地习惯了成都的风格和生活基调的”。那个时候的茶馆里，都还
有民间艺人唱各种小调，打着木板，讲着故事。还有卖香烟的妇女，拿着四五尺长的竹烟管，可以出租
给茶客，由于烟管太长，自己无法点火，所以还得替租用者点火。也有不少卖瓜子、卖花生者，他们穿
行于茶座之间。修鞋匠也在那里谋生活，出租连环图画的摊子生意也不错，“这里是那么热闹，那么拥
挤，那么嘈杂，可是没有一个人不是悠然的”③。可见，尽管经过了改朝换代，但茶馆传统的生活方式
仍然还在继续。
张先德对１９４９年后的成都茶馆和茶馆生活，有更具体生动的描写。虽然茶馆经历了许多变化，

但其“格局基本上沿袭了民国时期，但数量略有减少，气氛也有变异”。据张的观察，１９５０年代的茶馆
还是同过去一样，大量坐落在街边、河边、桥头，还有相当部分在公园内，少数在市中心者布置较高雅。
但最能代表成都茶馆者，还是那些大众化的街头茶馆，所以当时成都人爱说：“到口子上去谈三花！”张
无不夸张地说，如果要评选成都人最经常使用、最能代表成都人的一句话，恐怕这句话当之无愧。三
级莱莉花茶因其价钱适中，味道过得去，是成都茶馆里最为流行者，以至“谈三花”成为茶馆喝茶的代
名词。茶博士们仍然继承了先辈的敬业精神，他们多为青壮男子，技术高、服务好、头脑活、反应快，加
之又善社交，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见机行事。不过那些小茶铺的店主往往兼做堂倌④。
据张先德回忆，他过去住的小街上，百步以内就有两家中等规模的茶馆，即万花楼茶社和百花茶

社。前者有三间铺面和一层楼面，茶馆还可以利用街沿和街对面空地，增设茶座，因此可同时接待上
百客人，但该茶馆在１９６０年代初关闭，改作酱园铺。百花茶社比较简陋，亦可容纳数十，经常拥挤不
堪，特别是打围鼓、说评书时，一二百人济济一堂。那时经常有人来坐场打围鼓、说书，或拉二胡、弹扬
琴，“茶铺借此吸引茶客，艺人则借此谋生”。虽然政府试图取消这个活动，但仍然不能完全成功⑤。
说评书一般在晚上，有时下午也有，多是《说岳》、《水浒》、《三国》、《聊斋》、《济公传》等节目。尽管共产
党政府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但传统节目仍然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下来。随着政治的日益激进化，到

１９６０年代社教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前夕，说书人也不得不紧跟形势，讲述《林则徐禁烟》、《敌后武
工队》等革命节目。百花茶社一直维持到“文化大革命”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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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振尧：《“德盛”茶馆忆曲艺》，冯至诚编：《市民记忆中的老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５０～１５１页。关于民国时
期的安澜茶馆，见王笛：《茶馆》，第１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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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笛：《国家控制与社会主义娱乐的形成》，《中国当代史研究》第１辑。

张先德：《成都———近五十年代私人记忆》，第５６页。



妇女进入茶馆在２０世纪上半叶便一直是人们讨论的问题，她们也逐渐得到了茶馆的使用权。但
即使到了１９５０年代，女人坐茶铺仍远不如男人普遍，对女学生、女青年泡茶铺尤其多有微辞，认为不
高雅，是粗鄙陋俗。中老年女性仍有一部分爱坐茶馆，但这些女人“多是家庭妇女中家务事较少，或不
大经佑家务的老耍家”。茶馆里的人们穿着和外表也昭示着时代的变化。着长衫者日益减少，中山
服、列宁装等逐渐流行，时兴在上衣口袋里插钢笔，人们可以从中猜测其身份，因为有个说法是：“一支
钢笔小学生，两支钢笔中学生，三支钢笔大学生。”①

去茶馆喝茶的人仍然是各色人等，小贩和耍小把戏者也可在茶社招徕顾客。还有“一等功力深厚
的旧式老茶客”，说他们功力深厚，并不在于他们的品茶水平，而是“以茶铺为家，整天屁股难离茶座，
像有钉子钉着，或放了一块磨盘”。他们到茶馆，并非为茶，甚至也不是玩棋牌、听戏曲或弄鸟雀，而是
“属意茶铺那种习惯了的气氛”。他们一大早来到茶馆，一碗茶，一张报纸，便可打发几个小时，困了则
用报纸捂着脸打瞌睡。这种坐功，可以同和尚的“坐禅”或“打禅”相比美。张先德回忆：

　　从小到大，我在茶铺里见识过各等人物，其中不乏有意思的人、能人、高人，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这类坐功

极佳的老禅客。我很佩服他们的那等本事。你可以认为他们是无用之辈，穷极无聊，面目可憎，也可以认为他们

是闹市中的野鹤闲云。他们的奥秘……重视无为而处，处变不惊，于无味之处品尝人生的味道。他们把成都人

的闲适发挥到了极致，是区分外地与成都、新与旧茶馆的重要标志②。

不仅是一般民众，甚至大学教授们也是茶馆的常客，如四川大学历史系蒙文通教授的课，“考场不
在教室，而在川大旁边望江楼公园竹丛中的茶铺里，学生按指定分组去品茗应试，由蒙先生掏钱招待
吃茶”。他的考试也别具一格，并非他出题考学生，而是由学生出题问先生，往往考生的问题一出口，
“先生就能知道学生的学识程度”。如果问题问得好，蒙先生则“大笑不已，然后点燃叶子烟猛吸一口，
开始详加评论”。若有学生登门问学，“他多半邀对方去家隔壁的茶馆，一边吃茶，一边讲学，一边操着
带些盐亭土腔的四川话得意地说：‘你在茶馆里头听到我讲的，在课堂上不一定听得到喔’”③。因此，
我们看到，在共产党执政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茶馆仍然是各阶层人士喜欢光顾的地方。

四　建设现代工业城市与茶馆休闲的矛盾

成都是传统的手工业城市，《人民日报》１９５４年刊登的一篇题为《成都手工业者的出路》的文章，

透露了成都小手工业者与茶馆的一种特殊关系。按文章的说法，“忍受私商的中间剥削”是手工业劳
动者最痛苦的一件事，他们中“除了小部分人有个自产自销的铺面外”，大部分人要靠商人来买货。他
们因处在背街小巷，货不齐全，花色不新，很难与商号竞争，到了淡季，不得不把部分产品卖给私商，甚
至把货卖到“底堂”。这“底堂”就设在茶馆里，也就是私商“杀价收买他们产品的地方”。如皮房街的
远大茶馆，就是皮鞋业的“底堂”。买货的商人坐在那里，“腿翘起，脸黑起，你拿着皮鞋走到他跟前，他
还装着没看见。你连喊几声‘老板’，他才翻起眼皮，冷冷看你一眼。他把皮鞋接到手里，左看，右看，
等他把毛病挑够了，才说出个价钱。该值十万，顶多给你七万，还说他本不想买，这是为了照顾你”。
有的手工业者只好依托商号，把产品放在那里寄卖，商号抽取２０％作手续费。但寄卖的货要挑商号
没有的花色、尺码，以免抢去了商号的生意，卖了货才拿得到钱。货放旧放坏了，损失则是货主的。如
果是急着用钱的人，也只好上“底堂”了④。
这篇文章除了描述茶馆作为“底堂”的这种经济功能外，还透露了成都经济的一般状况。从前面

所述，成都商铺在１９５０年代早期开始便受到打击，“成都是全国有名的手工业城市。一条条街道上满
是手工业的铺子，制革业集中在皮房街，木器业集中在锣锅巷，差不多每个较大的行业，都有自己集中
的地方”。按这篇文章的说法，成都市的手工业在地方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甚大，全市手工业有１４　８００
多户，占全市工业户的９８％；从业人员有４０　１００多人，占全市工业总人数７４％；全年生产总值４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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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衡：《成都手工业者的出路》，《人民日报》，１９５４年５月１５日，第２版。



多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４１％。手工业有９６个行业，制造砖、瓦等建筑器材，马具、军锅等军用
品，铁、木农具，工业原料，各种家具，文化、生活用品以及精巧的手工艺品等，总共有９５００多种①。商
铺的减少，造成了手工业品销售的困难，他们逐步让位于新兴的大工业。
坐茶馆在１９５０年代总被人们认为是社会的消极现象，因此茶馆的衰落是作为社会进步的因素来

看待的。１９５６年，张彦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长文《回成都》，记述了成都面貌的变化。张彦在抗战
结束不久的１９４６年回过成都一次，那时候，在茶馆里他看到“座上还是那么多饱食终日的‘闲人’。只
是，柱子上和墙壁上增添了‘各照衣冠，休谈国事’的字条，笼罩着一层恐怖的乌云”。离开成都的时
候，他“是多少带着悲观失望的情绪离开它的”。１９５６年，他再次回到成都，这个城市给他的“第一个
印象就是崭新的”。不过“原有的街名和许多还是保持原来样子的铺面”，使张彦“才慢慢地把它们和
旧成都的面貌联系起来”②。
据张彦的描述，这个城市最大的变化是新马路，“解放后才短短的六年多，人民政府已经翻修了总

长达一百公里的马路，主要街道现在差不多都是十几公尺至二十公尺宽的柏油路或者水泥路了；有的
街道还添上了街心花坛，栽种了成行的梧桐树或芙蓉树”。张说变化最剧烈的是旧皇城坝一带，那里
过去是“有名的贫民窟，尽是些破街小巷，污泥满地，又臭又脏；旁边有一座所谓‘煤山’，实际上是几十
年积累下来的一座垃圾山；还有一条‘龙须沟’似的污秽恶臭的‘御河’”，如今在皇城前面修了一条宽
阔的柏油大马路———人民南路，“每逢国际劳动节和国庆节，成都市人民就在这个马路广场上集会庆
祝”。旁边那座垃圾山也变成可容３万人的人民体育场；过去发臭的御河，“也已拓宽加深，流着从城
外引来的清水”。马路下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解放后不到两个月，人民政府就着手解决直接关系几
十万市民最紧迫的下水道问题”。前后将近有１０万人参加疏淘横贯市区南部的河道和阴沟，新修了
“可供二十万居民排水用的钢筋混凝土下水道”③。民国时期成都涝灾频仍，而新政府则在短期内解
决了这个大问题④。
这篇文章没有提到这时的茶馆情况，作者所关注者也不在此，他在这篇文章中所要表达的是成都

的“进步”形象，虽然茶馆仍然存在，但是属于“消极”因素。因为他所设想的成都是“未来的工业城”，
茶馆与此显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为看见了“一根根正在冒烟的烟囱和一座座的水塔”而欢欣鼓舞。成
都市是传统的消费城市，到新政权建立时，还几乎没有大工业，遍布全城的是小手工业。但共产党确
立了建立工业城市的宏伟计划。作者在城市建设委员会办公室里，看见一张关于成都建设规划的巨
幅蓝图，根据这个蓝图，到１９６２年的时候，“工厂和学校差不多会把整个城区一层又一层地包围起来。
在东南北三方一二十公里范围内，烟囱和高楼将密集如森林，只是西边还留着一个缺口作为发展的余
地。那时候，二十公里外将有许多个八九万人的‘工人镇’，像卫星似的保卫着这座巨大的社会主义工
业城市”⑤。这显然与成都传统的消费城市是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茶馆这样的日常生活的公共空
间，很难在这样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找到其位置。

１９５８年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集体代替了家庭和私人生活，这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问题。关
于这个时期成都茶馆的情况，由于缺乏资料，并不很清楚。不过《人民日报》１９５８年１２月发表的《让
社员生活丰富多彩，郫县保留和提高集镇饭馆酒馆茶馆》的文章，称成都郊区的郫县在办好公共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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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④

⑤

刘衡：《成都手工业者的出路》。文章也透露了１９４９年以后经济结构的变化：全市组织起来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１１个，社
员７５０人；生产小组９个，组员１２０人。另外，还有自发组织起来的生产小组８０多个，组员４８００多人。为什么要组织起来
呢？文章说成都市手工业与别的地方一样，存在“资金少，工具简陋，劳动效率低，还要贵买原料，贱卖成品，忍受私商的中间
剥削”等问题。手工业平均每户生产人员不到三个人。据铁作、皮革业等１０２６户的调查，平均每户只有５０万元，“只够五双
皮鞋的本钱”。本钱少，就不能成批买原料，零买则价钱高，“赚的钱有时还糊不住嘴。他们一年四季在忙生活，更谈不上去
改良技术和工具了”。所以要“解除成都市手工业劳动者的痛苦”，唯一的办法就是走合作化的道路。这是与当时农村大规
模的合作化运动相配合的。这个时期，相当一部分茶馆也由私营而变为合作性质。

③　张彦：《回成都》，《人民日报》，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３日，第２版。

关于民国时期成都的水灾，见王笛：《成都街头文化：公共空间、城市民众、与地方政治，１８７０～１９３０》（Ｄｉ　Ｗａｎｇ，Ｓｔｒｅｅ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ｈｅｎｇｄｕ：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ａｃｅ，Ｕｒｂａｎ　Ｃｏｍｍｏｎｅｒｓ，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１８７０～１９３０）斯坦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６６页。
张彦：《回成都》，《人民日报》，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３日，第２版。



的同时，“积极加以调整、提高和发展，多方面满足社员的需要，使人们生活丰富多彩”。报道说，郫县
在１０月份实现了公共食堂化，全县４万多户农民全部在公共食堂用饭。县委考虑到公共食堂不能解
决人民各种不同的爱好和习俗，指示全县公社实行“四保留”，即保留农民家中的锅灶，允许农民在参
加集体食堂的同时，也可以在家随意做点想吃的东西，并保留饭馆、酒馆、茶馆，以及酱园、粉坊、豆腐
坊等各种作坊。保留茶馆是为了“便利农民喝茶”，还在茶馆中“添置了图书画报，组织文娱演出，变成
了农村的‘文化乐园’”①。这说明“大跃进”初期茶馆实际上停止了营业，但后来对这种激进政策不得
不进行调整。虽然我们不清楚这政策的调整，是否是由于农民向政府反映没有茶馆的不方便，但至少
说明了即使是在激进的“大跃进”运动中，茶馆在相当程度上还是幸存了下来。

五　茶馆中的政治和阶级斗争

１９５０年之后的茶馆，从外部看起来与民国时期并无太大差别，但内部的政治斗争却更加激烈
化②。大多数街头茶馆，同过去一样，当街一面是可拆卸的木板门，内则竹靠椅、矮方桌、盖碗茶、铜茶
壶。不过明显的变化是张贴的“莫谈国事”告白不见了，“代之以歌颂共产党、新社会的新联语”。过去
在一些茶馆里，如果店主受过点教育，也会撰写或贴古雅的诗词在墙上。但随着接踵而来的政治运
动，茶馆的墙壁、柱头被用作张贴标语、文件、通知，提醒着人们政治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民国时
期，许多茶馆老板和雇员都加入过袍哥，他们自然成为新政权所整饬的对象，因此许多人都受到牵连。
袍哥的比例究竟有多高，据１９５５年的《随园茶社蓉声川剧组花名表》，共１２人（１１男１女），在“参加
过何伪组织”一栏，除三人空白，一人填“私塾四年”，其余都填有“无党派，有袍哥”③。也就是说，这个
茶馆川剧艺人至少６０％以上都有袍哥背景。当然，也有不少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等“反动组织”。
在档案里，还有不少鸣放和反右的记录，如《工商界骨干分子整风学习登记表》等，都是茶馆中的

政治斗争的反映。如吟啸茶社的经理马某，“政治身分”是“民建会员”，政治态度是“中左”。登记表中
有其“鸣放中的言论摘要”，这些言论如“我认为工资改革实际上是降低了，违反了高工资不降的原
则”，“工会不对工人进行教育，只强调阶级观点”。还有“别人揭发的问题”一栏，如有人揭发马曾经抱
怨“政府根本不重视私方人员”。新蓉茶社的周某，“政治态度”被划为“中中”，鸣放中的言论包括：“工
人阶级的领导应该有规格，不能任何个人都任领导”，“社会主义的企业是民主管理，我号就不民主”；
又说“右派分子章乃器提的意见我同意”。在“鸣放中的态度”一栏中写道：“在鸣放中该人所放的东西
虽然不多，但是他突出地表现出对工人阶级有严重的不满情绪，因而划他为中中分子。”在“反右斗争
中的表现”一栏中写道：“对斗争右派分子比较积极，能和右派分子进行斗争，但其内容不充分，软弱无
力。”④由此可以看到，国家对整个社会包括茶馆的控制，较之过去要严密得多。
根据评书艺人刘某所写的《本人简历》，他８岁时读私学，后读初小、高小毕业，读了７年，１５岁时

在鼓楼洞街水烟铺学徒３年，满师后在水烟铺工作到２０岁，然后开始学讲评书和“讲圣谕”，并以此为
生１５年，“中间并无间断”。自１９５０年起，“专以讲评书为生活”。在沟头巷竹林茶社讲了３年。他曾
在１９４４年参加“大成清吉社”，１９４７年由讲书的“旧工会”集体参加“伪三青团”。因为他是评书工会
的小组长，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三青团的小分队长。１９５０年根据有关法令自首，１９５２年“恢复了人民
权”，由曲改会派往参加土地改革宣传组。土改完成后回成都“还是评书生活”，还参加文化局所安排
的“曲艺艺人中心学习组学习”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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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于竞祁、刘宗棠：《让社员生活丰富多彩———郫县保留和提高集镇饭馆酒馆茶馆》，《人民日报》，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１日，第３版。

关于民国时期的茶馆中的政治，见王笛：《茶馆》，第８章。

张先德：《成都———近五十年代私人记忆》，第５５页。关于民国时期茶馆及茶馆雇员与袍哥的关系，见王笛：“闲人与忙人：２０
世纪初成都茶馆和公共生活”（Ｄｉ　Ｗａｎｇ，“Ｔｈｅ　Ｉｄ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ｕｓｙ：Ｔｅａｈｏ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ｆｅ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ｅｎｇｄｕ．”），《城市史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第２６卷第４期（２０００年），第４２２～４２６页；《成都市文化局档案》，

１２４－２－１３３。
《成都市委统战部档案》，７６－２－７６。
《成都市文化局档案》，１２４－２－１３３。



而有的艺人就没有那么好的结局了，有的由于过去的经历和演唱的内容而被定为“反社会主义分
子”。如罗某，简阳县人，出身贫民，本人成份“自由职业”，为成都曲艺场评书演员，解放前曾任“袍哥
五排，反共救国军中队长”，由于是“登记自新”，所以没有进行管制。后来有人检举罗“系稽查处特
务”，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军官。但据１９５８年《反社会主义分子罗××的材料》称，这个指控是“待查”。
根据这份材料，１９４９年后罗继续以讲评书为业，１９５３年参加曲艺场工作，１９５５年“因乱搞男女关系”

被书场开除。他后来到昌都、拉萨等地讲评书，“获利”七八千元，１９５７年４月又到成都曲艺场①。
从这份材料看，他之所以被打为“反社会主义分子”，无非是批评了当时一些社会现象，有的通过

他编写的节目表现出来。其罪名包括：一、“编写反动评书、反对党的领导”。在“大鸣大放”中，罗根据
《新观察》刊登的《首长的衣冠》独幕讽刺剧，改编为评书，而被判定为“丑化党的干部，攻击党的领导”。
所指的“丑化”，就是评书中所讲的“他们对上奉承，对下摆架子，耍威风。首长一摸烟，他就赶快点火；

首长一拿茶，他就赶快去倒开水；首长一咳嗽，他就赶快拿痰盂。至于群众之痛痒，他是不管的，他们
所唯一关心的是首长的印象”②。二、“污蔑曲改政策，挑拨党与艺人的关系”。所指“污蔑曲改政策”，

就是他在鸣放中说“戏曲改革有毛病”，在“贯彻上级取消封建神怪黄色、色情的指示中，都有粗暴行
为，只说不准演唱一些戏，但不说为什么，造成许多艺人受迫害，个别艺人甚至寻死上吊”。而且还批
评“在旧社会我们艺人受歧视，为什么新社会还是瞧不起我们艺人？”三、“演唱坏书、散布毒素”。材料
称罗一贯“巧立名目”，演唱坏评书。到凉山慰问解放军时，“未经领导审查，”又向解放军演唱“有毒素
的坏书《打擂招亲》”，当时在解放军中“影响很坏”。四、“捏造事实、造谣惑众”。材料称１９５７年罗
从西藏回来后，对人说“西藏打得血流成河，尸堆如山”。又说“捣乱分子几万人要打拉萨，解放军
的大炮都安好了，解放军和叛乱分子谈判说，如果你们要打，我们的大炮就把布达拉宫打平了”。

还说“有次在拉萨看电影，观众中有人打枪，当场打死几个人”。五、“流氓成性，一贯乱搞男女关
系”。材料说罗解放前“犯嫖滥赌”，１９５５年离婚接着又结婚，在凉山慰问解放军时与一个女演员
“发生暧昧关系”③。

以上所列的所指“反社会主义”言行，或是所指的“历史问题”，或是由于在“大鸣大放”中对领导提
出批评意见，或是表达了对一些社会现象的不满，或是传播了小道消息甚至确是一些过头的话，或是
因为个人生活方式，等等，但由于１９５０年代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日趋政治化，这些都可能成为严重的
政治问题，一些茶馆经理和艺人有的不能继续在茶馆谋生，有的不得不关闭茶馆。进入１９６０年代后，

茶馆和这些人更是命运多舛。

六　结　　论

１９５０年后，随着包括茶馆在内小商业的日益衰落，中国城市的公共生活空间是大大地缩小了。

这是由于当时中国大的政治、经济环境所决定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权力是如何全面深入地加强
对社会和日常生活控制的。然而，即使国家权力再强大，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完全改变这个城市的小
商业和日常生活模式。我们看到，传统的经济和生活方式，在１９５０年代还是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因此，这个时期是传统文化生活与社会主义革命文化生活共存但前者逐步衰落的时代。人们仍然能
够在茶馆中继续他们的公共生活，但这种公共生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国家的干预。可以想象，在
当时人人“争取进步”的情况下，党和国家试图改掉闲坐茶馆等“陋习”，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茶馆客源的
减少。虽然那些老茶客很难改变坐茶馆的习惯，他们仍然是茶馆顾客中的主力军，但社会的土壤已经
很难大量培养新一代的茶客了。
如果仔细考察共产党政府对茶馆采取的政策，我们发现其实与过去国民党政府没有本质的区别，

新旧两个政府对茶馆的消极评价是非常类似的，都认为它们是鼓励人们惰性、滋生社会问题的地方，
造成人们不思进取，因此必须进行改造。当然，国民党政府没有能够像共产党那样把其权力深入到社

·５９·

①②③　《反社会主义分子罗××的材料》，１９５８年５月３日，《成都市文化局档案》，１２４－１－１０６。



会最基层，而共产党政府对茶馆和茶馆生活的干预要全面和彻底得多。
由于当时意识形态的主导，茶馆成为政治和阶级斗争的舞台，无论是茶馆的经营者，还是茶馆中

的顾客，都主动或被动地被纳入了政治和阶级斗争中。现存的历史和档案资料非常清楚地透露了国
家对茶馆的管控手段、茶馆雇佣和工资状况、小商业和茶馆衰落的原因、过程以及结果。传统茶馆功
能和服务性质，很难纳入社会主义的革命话语。在革命的话语之下，茶馆与当时整个国家和城市的经
济发展是不相容的，特别是建设现代工业城市与茶馆休闲存在的矛盾。随着城市工业化的发展，茶馆
也必然让位于这样的发展主题。
将１９５０年代的成都茶馆与民国时期进行比较，我们发现变化是非常剧烈的。一是茶馆的所有权

逐步发生变化，由完全的私有到部分公有甚至国有，这也是当时城市经济结构变化的主趋势之一。二
是政府政策对茶馆经营的影响加剧，这种影响包括登记、雇佣、税收、规章等的限制。三是政治运动的
干预，“三反”“五反”和社会主义改造、“大鸣大放”以及随后的反右运动，都影响到茶馆的生存，一些茶
馆经营者所谓的“历史”问题，会使他们失去从事这个职业的资格。四是茶馆中娱乐生活的改变，观众
所能看到的表演，更多地受到国家的监督。
不过，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传统的茶馆及茶馆生活的某些特质，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保留了下来。

茶馆衰落和消失的速度，并不像过去我们想像的那么迅速，这充分反映了最基层的公共生活空间和大
众文化的坚韧性。即使是在“大跃进”的前夕，茶馆仍然保持在４００多家，大约是新政府成立时的三分
之二。由于地方报纸对茶馆及茶馆生活的关注大大减少，我们今天了解１９５０年代的茶馆甚至要比民
国时期困难得多。但是从一些回忆录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对茶馆和茶馆生活的描述，我们知道不少
市民仍然光顾茶馆，茶馆仍然可以包容各阶层，从农民、体力劳动者，到大学教授，都能够在这里找到
自己的同道和休闲空间，即使这个空间在不断地萎缩。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３—１０—１５
作者王笛，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紫江讲座教授，美国得克萨斯Ａ＆Ｍ 大学历史系教授。
上海，２０００６２。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ｅａｈｏｕｓｅｓ　ｉｎ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Ｃｉｔｙ：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ｆｅ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ｎｇ　Ｄｉ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ｅａｈｏｕｓｅ；１９５０ｓ；ｓｍａｌ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ｕｒｂ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ｆ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ｔｈｅ　ｔｅａｈｏｕｓｅ　ｗａ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ａｃｅｓ　ａｎｄ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ｆｅ．Ｔｈｅ　ｖｉｃ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１９４９ｃｈａｎｇｅｄ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ｉｖ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ｅａｈｏｕｓｅｓ　ｉｎ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ｈｏｗ　ｔｈｅ　ｎｅｗ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ｔｅａｈｏ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ａｈｏｕｓｅ　ｌｉｆｅ．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ｌｓ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ｈｏｗ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ｈｏｗ　ｉｔｓ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ｌ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ａｈｏｕｓ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ｗｈｉｌ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５０ｓｃｏｕｌｄ　ｓｔｉｌ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ｔｅａｈｏｕｓｅ　ｌｉｆｅ．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ｅａｈｏｕｓｅｓ　ｈａｄ　ａ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ｉｔｙ．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ｗａ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ａｃｅ，ｐｅｏｐｌｅ’ｓ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ｅａｈｏｕｓｅ　ｗａｓ　ｓｈｒｉｎｋｉｎｇ．Ｔｈｕｓ，ｔｈｅ　ｇｒａｄｕａｌ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ａｈｏｕｓｅ　ｗｅｎｔ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ｐｅｏｐｌｅ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ｗｉｔｈｄｒｅｗ　ｆｒｏｍ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ｆｅ．

【责任编辑　公　羽】

·６９·


